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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了 1999—2017年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效率,分别计算了产业结构合理

化指数和高级化指数,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考察了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碳

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但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人力资本、财政支

出对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协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能源结构产生了抑制的作用。

人力资本对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有正向作用,而外商投资、人均资本、制度质量和能源结构

产生了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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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年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六省 GDP年平均增长率达 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 GDP比重由 18.8%增长

到 21.4%,2016 年 12 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 年)》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其中提出的“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和“加快培育绿色发展方式”成了中部崛起总体思路的重要内容。随着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进一步优化,中部地

区凭借北连“环渤海”、南贯“珠三角”、东临“长三角”的区位优势,承接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增强。沿海

省份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产业梯度转移,一方面为中部地区带来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契机,但另一方面,在经济总量快

速增长的同时,中部六省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规模也在急剧增加。那么,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中部六省的碳排放

效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如何?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如何?如何实现中部区域碳排放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优

化的耦合协调?上述问题的回答一方面有利于基于节能减排视角理解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际成效,另一方

面,对促进中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就产业结构转变对碳排放的影响而言,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研究。第一,采用以投入产出法为基础的结构分解法

(SDA)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碳排放规模或强度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例如,张友国
[1]
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 1987—2007

年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 GDP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三次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内结构变化都导致了碳排放强度的上升。

Wang 等[2]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北京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力,结果显示,生产结构变化和人口增长是驱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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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CO2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张金良和关轶群[3]基于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和扩展的结构分解模型,对电力市场碳排放规模的主要驱动

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优化生产结构是实现电力行业碳减排的根本途径。第二,采用指数分解方法(IDA)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对碳

排放规模的影响,其中对数平均指数分解法(LMDI)的应用最为广泛。例如,鲁万波等
[4]
运用基于 LMDI 的“两层完全分解法”对中

国 1994—2008 年的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总产值和产业结构是助长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刘玉珂和金声甜[5]

运用 LMDI分解方法探索产业结构等因素对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因素对中部地区碳排放表现为正效应。

Yang等[6]运用 LMDI方法对 1996—2016年我国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表明,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可以有效抑制碳

排放的增长[6]。Yu等[7]采用了扩展的 LMDI模型探讨中国民航业增长与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运输结构调整效应在抑制二

氧化碳排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就碳排放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而言,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政府监管的视角,研究碳排放的环

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例如,原毅军和谢荣辉[8]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特征,结果表明:

以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作为门槛变量时,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它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影响,

非正式规制强度总体上与产业结构调整正相关。王双燕等[9]采用 2000—2012年中国 30个省份的数据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

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发现加强环境规制不仅有利于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且可以缓解短期内外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

的抑制作用。Dou & Han[10]运用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的加强会使“污染避难

所”效应得到抑制,推动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转型。Chen & Qian[11]使用 2004—2017 年中国沿海地区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海洋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污染产业转移的双重影响,发现海洋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都有着正“U”

型关系,污染产业转移的拐点出现的时间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拐点。庞庆华等[12]选取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 2005—2017年的样本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碳排放、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两两之间的互动作用

明显,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对产业结构改善有积极的影响。 

综合而言,现有文献针对碳排放变量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探讨,但存在两方面值得改进或充实的地方:(1)研

究视角大多仅侧重于二者间的单向影响关系,基于碳排放变量和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视角研究二者间耦合关系的文献较少,因此,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在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研究碳排放变量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关系。(2)研究的碳排放变量大多为碳

排放规模或强度,忽视了碳排放成本测度的价值,采用碳排放效率指标可以综合考察成本约束下的碳减排效果,对测度省份碳排

放绩效更具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拟使用非径向 SBM-Undesirable 模型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从产业结构合理化

和高级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分别计算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利用 Tobit 模型对

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碳排放效率的测度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一种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测度方法。传统的 DEA方法 CCR和 BCC计算出的只有“好产出”的决策单元

效率,未考虑“坏产出”,忽略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并且也未考虑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问题。Tone[13]提出的非径

向、非角度的 SBM 模型,把松弛变量直接加入到传统 DEA 模型,解决了投入产出松弛的问题。Tone[14]进一步将非期望产出加入到

SBM 模型,有效地测度了环境效率。本文采取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Undesirable 模型测度在节能减排约束下中部各省份的碳排放

效率,选取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如下: 

(1)投入指标。选取资本、劳动力和能源作为投入指标。资本投入变量以 1999—2017年各省份全社会资本存量来表示,资本

存量利用以 1999 年为基期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每年的资本存量,公式为 Kit=Kit+Kit-1(1-δ)+Iit,借鉴张军和章元[15]的测算结果,资

本折旧率δ取值为 9.6%。劳动力投入以 1999—2017年各省份全社会就业人员年末数来表示。能源投入以 1999—2017年各省份

一次能源消费量表示,采用各类能源的转化系数将 8种主要一次能源 1的消费量折算成标准煤消费量。转化系数如表 1所示。 

表 1各类一次能源的转换系数和碳排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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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原煤 焦炭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气 

转化系数 0.7143 0.9714 1.4286 1.4714 1.4714 1.4571 1.4286 1.3300 

碳排放系数 1.9798 3.0453 3.0680 2.9878 3.0828 3.1634 3.2398 2.1862 

 

(2)产出指标。期望产出采用 1999—2017 年各省份实际生产总值来表示,利用 GDP 平减指数将各年度名义 GDP 平减至 1999

年。非期望产出为碳排放总量,计算公式为 ,j表示能源种类,E表示各类能源的消耗量,λ表示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 2,

数值如表 1所示。 

2.2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模型 

(1)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间的聚合质量。 

反映了两方面内容:第一,度量了产业比例的协调程度。第二,资源有效配置程度。根据其内涵,借鉴干春晖等[16]的做法,采用

泰尔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均衡程度: 

 

式中:TL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均衡程度,Y为产值,L为劳动力投入,i表示产业种类。TL值为 0时,产业间比例完全均衡 TL值越

高,说明产业比例越不均衡,产业结构越不合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泰尔指数存在反向关系,因此本文采用 TL 的倒数来衡量产业

结构合理化程度: 

 

(2)产业结构高级化。 

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和部门结构的优化。在产业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增加值排序从“一

二三”转变为“三二一”。依据其内涵,借鉴付凌晖[17]的做法:首先将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作为空间坐标系的三个

坐标,构成一个三维向量 X0=(x1,0,x2,0,x3,0),分别计算 X0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向量 X0=(1,0,0),X0=(0,1,0),X0=(0,0,1)

的夹角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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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夹角后,计算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ins＿high值越大,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2.3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耦合度模型建立。耦合一词来源于工程物理学,耦合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相互

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是表示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根据耦合度的定义,采用以下模型测算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

化的耦合度: 

 

式中:X1 为归一化后的碳排放效率。X2 为归一化后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或高级化指数。耦合度说明了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的程度,但无法真实反映系统变量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为反映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建立如下耦

合协调度模型: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a和 b分别是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权重。本文认为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在系

统中同等重要,取 a=b=0.5。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是[0,1],本文根据耦合协调度数据将其划分为 6个等级,如表 2所示。 

2.4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涉及 GDP 和

固定资产投资量的计算,均采用以 1999年为基期的 GDP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3 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3.1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耦合协调度 

表 2耦合协调度对应的协调等级 

失调 协调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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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0.2 重度失调 0.5≤D＜0.6 低度协调 

0.2≤D＜0.4 中度失调 0.6≤D＜0.8 中度协调 

0.4≤D＜0.5 轻度失调 0.8≤D＜1 高度协调 

 

利用模型(6)对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 3,将主要年份的测算结果输出到 ArcGis10.2

进行分析,如图 1所示。结果显示,中部六省 1999年、2008年、2017年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保持在 0.17～0.63、0.2～0.54、0.28～

0.63,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1999年,江西和湖北的耦合协调度较高,分别为 0.636、0.551,两省的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

构合理化指数都较高,实现了协调发展。而其他四省则处于失调状态,山西、河南和安徽受能源结构单一和要素流动性差的影响,

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都处在较低的水平,没有构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而湖南碳排放效率非常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指

数却低于平均水平,也未实现协调发展。2008年,湖南和江西为轻度协调,其他省都处在轻度或中度失调的阶段,这与 2005年后的

中部崛起战略有关,中部各省份承接产业转移,产业比例关系迅速变化,资源配置向第二、第三产业倾斜,但碳排放效率没有明显

的提升,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2017 年除了山西和湖南处在失调的阶段,其他省都上升到了低度协调或中

度协调的阶段,整体的耦合协调度有一定的提升,这一阶段,我国提出了“绿色发展”战略,中部各省份的碳减排政策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碳排放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绝对性作用,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耦合协调度有所提升。 

3.2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耦合协调度 

利用模型(6)计算出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将主要年份的测算结果输出到ArcGIS10.2进行分析,如图2

所示。可以看到,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耦合度整体偏低,1999年、2008年、2017年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保

持在 0.30～0.52、0.45～0.56、0.47～0.67,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整体有上升的趋势。1999—2008 年,湖北保持在低

度协调的水平,湖南从轻度失调上升到了低度协调,其他四省从中度失调上升到了轻度失调,整体来看,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

水平仍然较低。在这一阶段,中部各省份通过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实现了第二产业的扩张,经济规模扩张带来的环境问题未得到

重视,碳排放效率增长缓慢,耦合协调度主要处在轻度失调和低度协调的水平。2008—2017年,湖北、湖南从低度协调上升到了中

度协调,河南和江西后来居上,从轻度失调直接上升到了中度协调,安徽从轻度失调上升到了低度协调,而山西仍保持在轻度失调

的水平。在这一阶段,中部各省份采取积极的减排措施,碳排放效率得到提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有明显的上升,但

总体来看,没有省份到达高度协调,并且中度协调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也都是在 0.65左右。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

协调度有待改善。 

 

图 1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化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 



 

 6 

4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1模型设定与指标选择 

 

图 2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 

为研究影响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建立如下模型考察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人均资本、外

商投资、技术水平、制度质量、环境规制、能源结构等因素对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效应: 

 

式中:D为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包括 ED、HD,分别表示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耦合协

调度,i、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ε表示随机误差。影响因素的指标选择如下:①人均生产总值(PGDP),以实际 GDP与地区人口的

比值来反映经济增长水平。②人力资本(HUM),由 公式得到,Ei表示拥有第 i种学历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值,Li为拥

有第 i种学历人的受教育年限。③人均资本(PK),采用人均资本存量来表示。④外商直接投资(FDI),用每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与本

地区 GDP 的比值来表示。⑤研发投入(RD),以各地区研究、试验发展资金与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来表示。⑥财政支出(SQ),

以各省份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表示。⑦环境规制强度(REG),采用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当年 GDP 的比重来表示环

境规制强度。⑧能源结构(ES),将 8种一次能源折算成标准煤,以各地区一次能源消费量中煤炭折算的标准煤所占比重来表示。 

计算以上变量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的统计年鉴。

涉及 GDP、资本存量的计算均平减至 1999年。 

4.2回归结果与分析 

由于被解释变量取值范围是 0～1,符合受限因变量 Tobit模型的特点,因此本文采用 Tobit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分别使用混合

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Hausman 检验结果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固定效

应模型回归结果比较准确,鉴于对稳健性的考虑,本文综合考虑 3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各个变量的回归结果解释如下。 

表 3 Tobit模型回归结果 



 

 7 

变量 

ED HD 

混合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混合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PGDP 

-0.1520 -0.1490 0.0672 -0.0488 -0.0408 -0.0402 

(0.1183) (0.1020) (0.0469) (0.0438) (0.0307) (0.0345) 

HUM 

0.0876* 0.1050*** 0.0139 0.1080*** 0.1141*** 0.0827*** 

(0.0516) (0.0306) (0.0273) (0.0338) (0.0205) (0.0224) 

PK 

0.0093 0.0083 0.0036 -0.0060** -0.0074*** -0.0001 

(0.0126) (0.0053) (0.0049) (0.0025) (0.0027) (0.0039) 

FDI 

-0.0175 -0.0545 0.3541*** -0.3022** -0.3070*** -0.1550 

(0.1201) (0.1324) (0.1373) (0.1192) (0.0969) (0.1031) 

RD 

0.0003 0.0025 -0.0061
***
 0.0035

*
 0.0027 0.0020 

(0.0059) (0.0029) (0.0020) (0.0021) (0.0017) (0.0015) 

SQ 

0.3670 0.8910** 0.3272 -0.5634*** -0.4821*** -0.1380 

(0.4050) (0.3744) (0.3255) (0.1601) (0.1602) (0.2630) 

REG 

-32.7307*** -32.7510*** -10.2323* 3.5692** 1.7774 5.6380 

(11.5730) (6.4371) (5.6852) (1.7721) (3.3420) (4.3941) 

ES 

-0.8264*** -0.9355*** -0.3291* -0.5000*** -0.4812*** -0.2572 

(0.2204) (0.0793) (0.1954) (0.0713) (0.0797) (0.1604) 

C 

0.0233 0.3721 0.3813 -0.4181 0.3361*** -0.3601* 

(0.6522) -0.3110 (0.2860) (0.4130) (0.0130) (0.2140) 

 

(1)经济发展。 

人均 GDP在两个模型中均不显著。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非农业部门产值占比增加,资源逐渐流向更高效的部门,产业结构合

理化和高级化指数都有所提升。企业会具有更加雄厚的资金进行减排技术的研发,但中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投

入和碳排放来支持,因此,由经济规模的扩张带来碳排放效率的变化是不显著的。 

(2)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在两个模型中都为正向显著。首先,人力资本不仅本身会被投入生产,而且会通过发挥技术扩散提高资本、劳动、

能源要素的生产率,帮助企业生产提高碳排放效率。其次,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增加,会通过提高决策部门的管理水平使生产要素

得到有效配置,从而促进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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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均资本。 

在 ED模型中为正向不显著,在 HD模型中为负向显著。表明中部地区人均资本显著降低了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耦合

协调度。中部地区 2017 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为 4%,第三产业增加 7.5%,投资的增加推动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受劳动力素质

和需求的制约,投资的增加并没有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伴随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

加速,工业资本快速累积,会导致碳排放的持续增加,不利于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4)外商直接投资。 

FDI 在 ED 模型中并不显著,在 HD 模型中为负向显著。表明 FDI 显著降低了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中

部地区三次产业 FDI 结构呈“二三一”次序,第二、三产业占绝对的比重,推动了中部六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受劳动力素质和

需求制约,FDI 的增加并没有促进中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不显著。从 FDI 动机来看,FDI 多以

资源寻求型为主,工业部门的 FDI 占有绝对比重,FDI 质量较低,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减少的碳排放不足以抵消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增

加的碳排放,对碳排放效率具有不利的影响。 

(5)研发投入。 

综合来看,研发投入对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协调发展有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著。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创造新产业、更

新生产技术和工艺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技术进步可以带动企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当前,研发投入对两者协调

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未充分显现,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将是产业政策的方向和重点。 

(6)财政支出。 

在 ED模型中为正向显著,在 HD模型中系数为负向显著。科教经费的增加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直

接提升企业的碳排放效率,支出增加意味着政府税收的增加,在预算约束下,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征收“环保税”倒逼企业提升

碳排放效率。其次,占比较大的经济建设经费的增加,可以促进市场对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可能使得产

业结构向第二、第三产业偏向的速度加快,导致碳排放效率的提升略滞后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7)环境规制强度。 

环境规制在 ED 模型中为负向显著,在 HD 模型中为正向不显著。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倒逼机制驱动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但存在

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作用顺序。环境规制亦能倒逼企业进行减排技术的研发,起初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碳减排,

但后期会遵循“成本效应”对碳减排产生不利影响。推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曲线产生了“错位”,

没有到达既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又能最大限度提高碳排放效率的最佳区间。 

(8)能源结构。 

能源结构在两个模型中皆为负向显著,说明煤炭消费占比越高,越不利于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协调发展。能源结构

不合理仍是制约中部地区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仅会消耗大量的一次性化石能源,而且会导致碳排放的持续增加,对碳排

放效率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5 结论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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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合理化的耦合度整体偏低,主要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但有向好的趋势,到 2017年

只有湖南和山西处在失调的阶段。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度也偏低,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但有明显上升

的趋势,中度协调的省份从 1999年的 0个增加到 2017年的 4个,且 2017年只有山西处在失调的阶段。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优

化的耦合协调度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特别是山西省,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促进耦合协调度的提升。 

第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制度质量对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协调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而环境规制、能源结构产生了削减的作用。人力资本对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外商直

接投资、人均资本、制度质量和能源结构产生了抑制作用。 

根据结论,在促进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协调发展的可行路径方面有以下思考: 

(1)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是促进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的根本路径,地方政府应加大科技和教育建设的财政

支出,着力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出台更加有效的人才激励政策,建立长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人才的同时留住人才,加强

对东部地区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吸收能力,以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协同发展。 

(2)提高外资准入门槛,扩大对高质量外资的引入,引导 FDI 流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具有清洁技术的外资企业给予政策

优惠,充分发挥其技术溢出效应。同时注重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在研究增加产出技术的同时,考虑环境负外部性,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为实现我国的碳减排目标做出贡献。 

(3)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利用区位优势扩大引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规模。目前,化石能源开

采规模大、价格低,在中部各省份能源消费中仍占有较大比例,当前能源政策的重点在于扩大清洁能源规模,培育其成本优势,政

府应对清洁能源企业的发展给予政策补贴,提高其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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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2 碳排放系数=NCV×CEF×COF×44/12,NCV 为各类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EF 为各类能源的缺省排放因子;COF 是碳氧化因

子,取值为 1;44/12即为将碳转化为二氧化碳的系数。 

3为节约篇幅,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的计算结果不再列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